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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伤痕文学”一样，“反思文学”的提出，也是在

相关文学作品接踵问世后不久便立即进行了清晰定

义的命名行为，它由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而迅速成

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知识单元。这些当机立

断的命名，这些迅即抛出的概念，体现了八十年代文

学批评的勃勃生机、慧眼独具以及鹰觑鹘望般的超

常敏锐。经过近四十年的“历史化”，“反思文学”在

我目力所及的几乎全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获得了

默认式注册，在各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

中永久定居。今天，“反思文学”在文学史讲堂的转

述中基本上只是一个定型的知识颗粒，一种内涵和

外延都边界清晰的概念呈现，有着固定的意义绑定

和统一的符号表征。与它最初命名时的“敏锐”必然

相伴的某些“草率”，如今已被自动忽略；在概念的推

演过程中曾感觉“不圆融”的那些犄角，也已在“历史

化”的绵掌里化为齑粉。

“反思文学”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

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而推动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这“反思”。“反思”就

意味着作为“反思”之要义的“理性”(它自带“批判

性”效能)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

决定性环节，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而且是突

出的艺术特征，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沉溺于

肤浅的，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因为这

“理性”，“启蒙”一词便应声而出，“反思文学”由是成

为“新启蒙的代”的思想旗帜，是“新启蒙时代”在当

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在被

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绿化树》《蝴蝶》总是不由分

说地赫然在目。的确，张贤亮、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

姿夺目的旗手。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返视，苛刻一点说，当年

的“反思文学”实际上大多并不具备起码的“反思”质

地，经得起推敲、掂量的反思之作确实不多，能在多

年以后激起重读兴趣的更稀少。在中共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1978)以后，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作出决议(1981)、宣布对包括“文革”在内

的一系列政治决策进行彻底否定之后，“反思文学”

的“反思性”“批判性”就锋镝已销，顿失其效，不再具

有预见性的、先知式的历史前瞻性。实际上，“反思

文学”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正在欢呼一个“思想

解放年代”的降临，深感与有荣焉。因此，其所谓的

“反思”，现在看来，更像是小学生替家长捉刀写下的

过失“检讨”。比如，张贤亮写于1984年元月的一篇

随笔中就认为：“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都是

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①此言或有夸张，但亦可

观鉴，它让人一目了然地看见了那个“家长/孩子”的

亲缘关系。而就在这一年，张贤亮发表了《绿化树》。

如果替家长写检讨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接着

就可以认为，大多数的“反思文学”作品其实是“遵命

文学”的翻版，是对意识形态之询唤的响应，就像早

些时候的“伤痕文学”在气质上有着“文革文学”的遗

风流韵一样。虽然“检讨”或有深刻的，但说到底它

不会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也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历

“反思文学”：如何反思？如何可能？
——重读《绿化树》《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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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责难，更不会将主导当代史叙述的深层结构推进

不伦。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所谓

“反思文学”是对“伤痕文学”的深化，这个“深化”，基

本上只有量变的指标，殊少质变的临界刻度。比如，

洪子诚先生就认为，“反思文学”较之“伤痕文学”，

“两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②。举例来说，作为“反思

文学”发轫之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1979)
从“鱼水关系”切入所作的政治反思，较之作为“伤痕

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刘心武，1977)，后者在结尾

处“救救孩子”的呐喊所引发的历史联想，其“思想

性”显然不输于前者，并且后者似乎让人觉得更具历

史感和思想锐气。③同样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1980)所倾力讲述的“故事”，其用力处在于

突出了“悲剧性”在叙事中的爆炸式呈现，就一般的

阅读感受而言，这“故事”的悲剧力量明显大于“思想

的力量”。虽有强劲的悲剧力量作为凭藉，但这部小

说对“大跃进”的历史谬误所作的反思和批判，其水

平并没有太过明显地超出当时全民思想认知的均

值，因为它的“反思”或“批判”运行在“权力机构已经

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④。因此，某

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的“反思文学”看成只

不过是体量增大的“伤痕文学”。这倒是可以用来解

释，何以“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因为

“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因

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

种共生现象”。⑤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并不全然否认“反思文学”

的思想含量，甚至还可以对它的“批判意识”“批判精

神”给予充分嘉许，但仍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

实：通过对灾难的叙述、悲剧的揭露，从而进行人道

悲悯的激发，才是反思文学最本初的叙事动力。可

以肯定的是，“反思”——那种在理性宰制下的历史

重估与思想重构——基本上并非其首选鹄的。“反思

文学”很大程度上只是“反观文学”而已。毕竟，作家

在写作过程中所时刻面对的那些“隐含读者”，愿意

且只愿意置身人道悲悯中者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作家的叙事方向与情感维度，甚至，能一并决

定作家的思想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时隔二十多年

之后，同样是写“文革”惨剧，余华以纤毫毕现的笔法

所展现的、死于非命的宋凡平如何折断双腿才得以

将其高大的尸体放入棺材的情节(《兄弟》，上海文艺

出版社 2005年版)，仍能在年龄、阅历参差不等的庞

大的读者群中激起浩荡、剧烈的情感反应。尽管人

道悲悯是一切反思的重要入口，但它毕竟不是“反

思”本身。尽管人道主义或可视为“启蒙话语”之一

种，但这样一来，我们同时又要承认，我们的“新启

蒙”仍然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线上(虽
然人们似乎也愿意把“反思文学”视为“五四”旗帜

下的重新集结)，而挟“五四”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经验和思想积累，却没能促成这“启蒙”在新水

平、新高度上的生长发育。这样的“反思”，于“启蒙”

何益？何干？

不得不说，从各方面讲，大部分的“反思文学”都

仅有“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的水平，绝大多数作

品不具有耐磨损性。“反思文学”够不够得上“启蒙”

的高度，本身成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实际上，早

在1988年就有人撰文批评“反思文学”，认为“当时的

绝大多数作品血泪控诉有余而理性批判不足，道德

评判有余而政治剖析不足，对个人的品质关注过多

而对周围制约机制揭示太少”，究其原因则在于“武

器陈旧而贫乏，批判缺乏应有的力度”。⑥所谓“武器

陈旧”“批判乏力”，此说已经从根本上质疑了“反思

文学”的“反思质地”，因为它既不能提供新方法(武
器陈旧)，又不能获取新胜利(批判乏力)，于是，它自

然不再被认为具备启蒙的必要资质，去启动一个时

代的思想风潮。

当然，少数作家如张贤亮和王蒙是总体平庸的

“反思”群体中的例外。《绿化树》和《蝴蝶》则是这“例

外”的例证。

二

张贤亮也是反对给新时期发端之初风起云涌、

相互迭代的各类文学潮流贴标签的，包括反对给“伤

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划线。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

中，他说：“‘伤痕文学’也有人叫‘反思文学’，实际上

不必要附加这样的标签，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这

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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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痛苦时期，它不一定是伤痕，也不一定是反

思……”不过，他同时又不无得意地说：“我感到自豪

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

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人物，我是启蒙作家之

一。”⑦与胡适在日记里自封新文化运动先驱时的字

斟句酌、措辞委婉颇不一样，张贤亮在多年以后单刀

直入、毫不谦让地给自己追认了“启蒙者”的身份和

殊荣。说白了，“伤痕”“反思”都不是他想要的标签，

因为其格调不够上乘。“启蒙者”才是他心仪的名谓，

因为这才是先知、精英和高端、华贵的标帜。

张贤亮的自豪、自信当然并非没有道理。真正

能将“反思文学”提升到“启蒙”高度的作家凤毛麟

角，而张贤亮确是其中翘楚。甚至可以再说得绝对

一点：仅凭薄薄一册《绿化树》，张贤亮也会是中国当

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黄子平最早指出，《绿化树》“对苦难的‘神圣化’

和对农民的‘神圣化’”是一种偏失。⑧虽然没有明

说，但可以看得出，黄子平显然认为《绿化树》的偏失

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偏失。对于这样的偏失，黄子

平颇有微词。然而，作为与张贤亮同侪的李泽厚则

持论相反。李泽厚认为，“张贤亮的《绿化树》呈现了

这一思想史的真实”。⑨一般而言，人在接受将“他

者”进行圣化的同时，也必接受了取消自我和主体

性，进入宗教式的对于原罪的忏悔，以及对于受难、

牺牲的安之若素甚至顶礼膜拜。显然，有某种“代

际”伦理发挥了作用，使对“歌颂”“忏悔”的历史评价

发生了分歧：晚生代(黄子平)认为《绿化树》传达了一

种谬误的历史意识(这时候，他显然给《绿化树》植入

了“文学”之外的维度⑩)，而同代人(李泽厚)则认为

《绿化树》反映了一种可靠的历史真实(这时候，他显

然也不只是把《绿化树》当成“文学”)。两代学者对

《绿化树》的批评都大大地溢出了“文学”的边界，分

别给出了思想史视野中的阅读判语，而这又恰恰是

他们在分歧之外的一处共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

《绿化树》当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份重要的思想档案。

毫无疑问，作为“思想档案”的《绿化树》，其“思想性”

在整个“反思文学”的潮流中是领先和超拔的，是具

备足够的理性深度，并能为历史反思提供内涵丰富

的思想依据的。不用说，这也是张贤亮敢于自夸、自

命“启蒙者”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不妨先给出我的结论。首先，我认为，张贤亮

在同时代的反思文学作家中是拔群出众的，他的文

学功力与他的思辨水平相互砥砺、相互激发，使包括

《绿化树》在内的系列作品于彼一时代卓尔不凡。他

和章永璘一道成为了文学史地图上的醒目路标。其

次，我倾向于接受李泽厚所谓“思想史的真实”的评

价，而他只差一步，就能依凭《绿化树》点石成金、一

语破的地阐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当然，无论李泽厚是否豁开了那个命题，《绿化树》作

为蓄有这一重大思想史命题的文学文本，照样可以

毫无愧色地居于“启蒙”的尊享之地。

《绿化树》开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章永璘

刚刚解除了劳改身份，来到邻近的农场落户。在这

里，他遭遇了马缨花。时值1961年，中国尚在饥馑之

年，章永璘刚满25岁，此前他已在狱中度过了物质和

精神皆极端贫乏的四年，他后来心心念念用于“自我

超越”的《资本论》此时也不过是刚刚启读而已。推

算起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他14岁，大约初中学

历，青春期，乍识风情，偷尝初吻(《初吻》)。尽管他有

一个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一个吴荪甫式的父亲，有

一个显达煊赫的贵族家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从14
岁到 21岁(1957年)入狱前的这七年间，他所受的教

育不致逸出新中国制定的基础教育体系与知识水

平，至少不致逸出太远。如果考虑到这个小说的“自

叙传”性质，结合张贤亮的“本事”，那么，章永璘当于

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之后的两年里，先农民而教

员，紧接着锒铛入狱。显然，他没有上过大学(无论

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以今天

的学历标准而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颇可存疑。

然而，尽管如此，青年章永璘的阅读涉略和他的博闻

强记仍然是惊人的，令人咋舌的。刚二十出头的章

永璘，实在已是一个货真价实、含金量奇高的人文知

识分子的成品，他发达的知识体系和收放自如的知

识修为，实可令时下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文科

生自叹弗如、自惭形秽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章永璘

以14岁之幼齿即依凭家世大体完成了他后来展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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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知识体系的搭建，否则，如此优质的“青年知识

分子”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依小说所录，他

熟悉的外国诗人和作家包括普希金、聂鲁达、契诃

夫、安徒生、莱蒙托夫、但丁、歌德、拜伦、贺拉斯、惠

特曼等，或许还可以算上在“题记”里郑重写下的阿·

托尔斯泰。每每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之际他能满篇

整段随口吟诵的诗句或援引文学聊以自况的人事、

物件、情境，来自《叶甫根尼·奥涅金》《神曲》《浮士

德》《草叶集》《脖子上的安娜》以及阿拉伯的《天方夜

谭》、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等等。当然，他的修养谱

牒里也少不了唐诗宋词，少不了李白、崔颢、韩愈、卢

纶、杜牧、柳永以及《红楼梦》。他在“美国饭店”的昏

黄灯光下给马缨花讲述的蒙学故事有《丑小鸭》《灰

姑娘》《海的女儿》以及来自《聊斋志异》的《青凤》《聂

小倩》；芳汀、玛格丽特、艾丝美哈尔达、安娜等一些

相对普及的文学人物(都是风尘女子)他自然是可以

脱口而出的，“拉撒路”这样相对偏门的《圣经》人物，

“佛教密宗里的毗那夜迦”，他也是信手拈来。他看

过卓别林的《淘金记》以及《碧血黄沙》这样的好莱坞

电影，他熟悉威尔第的《安魂曲》(“尤其是《拯救我

吧》那部分”)，熟悉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以及这首曲

子背后的故事)，也熟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令人

头晕的舞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位 1971年离世

的美国爵士乐手显然在中国远非广为人知)。他能

煞有介事地用简谱迅速记下他不期而遇的当地民谣

(“信天游”“爬山调”或“花儿”)，头头是道地摆弄一下

乐理予以鞭辟入里的美学品鉴，以显示他的音乐素

养并非泛泛，当然，他也没忘记用几乎同样的方式炫

示了一下他对贝多芬的熟稔。他懂得用“巴比伦”这

样别致的“历史概念”来形容“美国饭店”。他知道

“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撒马尔罕人”。一些乡俗、

方言、地理、水文、植被、菽麦、五谷、四时、稼穑的知

识，他修火炉修土炕时的“运筹学”以及相关的热学

原理和技术知识，他无法说与马缨花分享的“文学

概论”，也都看似无心插柳般地缀于叙述的各处缝

隙，像从指缝不断漏下的钻石微粒。最后，哲学自

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庄

子的《逍遥游》依次出现，更不用说贯穿始终的马克

思和《资本论》了。毫无疑问，如果章永璘发达的知

识体系不是由于张贤亮记忆恍惚从而率性地穿越

年代之隔予以追加，那么，至少说明，章永璘是一个

被刻意而倾力打造出来的具有高度“修辞性”的知识

分子形象。

章永璘这位超群轶类的优质青年，这位知识精

英的典范，尽管刚刚解除劳改且尚未摘脱“右派”帽

子，但苏轼所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大致正可以贴切地用来形容彼时的他。所以，只是

一个照面，马缨花就爱上了他。海喜喜在与章永璘

的性竞争中败下阵来，海喜喜还一直以为自己输在

不够年轻(“唉！女子爱的是年轻人！”)，其实大谬。

能让马缨花倾心的是“念书人”，是“红袖添香”的性

别想象，因为在她的潜意识深处，“她把有一个男人

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

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

古老的传统的幻想”。然而，历史已置身“现代”，她

基于传统定式的性别幻想已然漫漶，已被“现代”重

新规定。恰恰因为诸多“知识”和“修养”的重重加

身，在“现代”知识分子章永璘看来，马缨花“虽然美

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和她之间有着“不可能拉齐的差

距”：“我和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弥补

的！”要弥补这“差距”的难度，某种程度上讲，远远

超过跨越阶级或政治身份的鸿沟。章永璘没有明

说的是，这“差距”其实是知识者的优越感。这“差

距”、这“优越感”，不仅是缠绕在章永璘这一代、这

一类知识分子心头的历史性困惑，也是促成他或他

们通过内省、思辨摆脱精神困局、实现“自我超越”的

动力。

或许，对《绿化树》的研析，就应当将这“差距”

“优越感”本身列为焦点，而不是急着给章永璘下达

“虚伪”的道德判断、“两面性”的政治解读。因为，

这“差距”“优越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硬

核，一个难以驯服的利比多，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思

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使得《绿化树》的叙述呈现

了“思想史的真实”，并使这部作品迈入真正的“反

思”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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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绿化树》的关键叙事，触及了近代以来的启蒙运

动对于“启蒙角色位置”的结构性设定问题，更进一步

的是，它触及了这一结构性设定与中国现代思想史遭

遇时发生的变异事故，触及了这些变异、变体如何反

过来使当代中国陷于历史与现实困境的思想命题。

毋庸置疑，所有的启蒙行为或实践，无一例外地

需要一个“启蒙者/被启蒙者”的基本结构方能有效

施展。在这个角色(身份)的二元结构中，以知识分子

为其主体的“精英分子”不容争辩地占据着“启蒙者”

的高阶身位，可被笼统称为“民众”的“被启蒙者”居

于低阶身位，如是依例严格归位。在启蒙语境里，这

样的二元角色位置的设定，是先验的，借用康德对

“先验”的诠释来说，这个二元结构是一种“先天形

式”。我们不妨把这个“先天形式”直接视为启蒙运

动的基因。不用说，在这个“先天形式”中的高、低阶

位的区分，实际上也内在地划出了优/劣的价值界

线。启蒙者、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便源于这“先天形

式”的结构性规定。

发端于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一开始就全盘继

承了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启蒙运动的这一“先天形

式”，即“知识精英—启蒙者”与“普通民众—被启蒙

者”各自的角色归位。所谓“知识精英”，或是康德这

样的哲人，或是狄德罗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智者，或

是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或是鲁迅这样的思想先

驱，或至少如康德所说，是有决心、有勇气运用自己

的理智并提前进入“成年阶段”的人。康德就非常笃

定地将“启蒙”委任给“有智识教养的学者”“有学识

的人”“学者”(scholar)。不过，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情状是：在沿袭 1300年的科举制于 1905年废除之

后，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读书进士的传统路径，失去

了本可预期的“劳心者治人”的政治前途，同时还使

其“万般皆下品”的、一贯的精神优势遭到严重挫

伤。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那些不甘于教书、卖文等

职业性生存的知识精英来说，搁置其家国之忧的宏

大动机不论，发动启蒙运动和进入启蒙者角色，是他

们登高而呼、重掌精神优势的不二选择。实际上，不

唯精英，但凡知识者无不乐于趋奉启蒙，每每对号入

座。这一先验的优越感，同样基因一般内在地深植

章永璘的心理结构，使这个在幼齿之年便提前进入

“成年阶段”的年轻人，不仅在面对马缨花、海喜喜这

样的农民时，即便在面对同处一室、朝夕相处的“营

业部主任”、退役中尉、会计、报社编辑时，都难掩遗

世独立的孤高。

问题在于，需要章永璘“煮三次”“泡三次”“洗三

次”的炼狱般的“思想改造”，是在一个重新设定的启

蒙角色的位置结构里进行的。“知识分子劳动化”是

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改造的时代要求，这个改造途

径已然包含了后来被明确提出的“接受工农兵再教

育”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改造理路。所

谓“接受……再教育”，就是将知识分子摁进了被启

蒙者的角色位置。相应变动的，自然还有启蒙者的

角色：原本被笼统称谓的“民众”，填补了将知识分子

驱逐后空出的身位。不言而喻，这个重新设定的启

蒙角色的位置结构，是对那个“先天形式”的颠扑、瓦

解和彻底的倒置。

平心而论，章永璘对待“劳动改造”和“思想改

造”的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他并非如一些评论者认为

的那样“虚伪”。他面对底层劳动者时涌起的道德上

的原罪感，因这原罪感而起的忏悔，都是由衷的。他

对劳动者的赞美也发自内心：

我一路走，一路沉思。我又发现，在我们的文学

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

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

是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

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命运给了我这样的

机缘发现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如金刚钻一般，一颗一

颗地记在心里。

至少，他的真诚、赞美和忏悔，像他细致描述过

的“饥饿”一样，是一种“心理真实”。与此同时，由这

忏悔和赞美激发的、意在努力“超越自己”的“思想改

造”，于他而言也深具内在的自觉性。因此，他抱着

《资本论》“面壁”，在高度专注的披览中苦觅救赎之

道，并迅速成为马克思的信徒。他的忠诚可由张贤

亮代为道明：

我(李泽厚——引注)曾问过张贤亮同志，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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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资本论》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义？他严肃地回答

说：“没有。当时确乎是非常认真的”。我完全相信

他的话。

但是，即使如此，他愣是没能跨过横亘在他心头

的那个“先天形式”，无法将这个硌在他灵魂敏感部

位的硬核软化或粉碎。这个年纪尚浅就有惊人阅读

量的知识青年，这个如张贤亮一般看到狗打架都能

联想到社会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家国命势，和

范仲淹一样有着先忧后乐的士大夫情操的知识精英

和思想精英，如何能心如止水，自甘无为，黯然从那

个“先天形式”的身位中撤出？

其实，章永璘本人有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我

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表面上看来像个苦修苦炼的托

钵僧，骨子里却是贵公子落魄……”在和马缨花面对

的时候，他虽然获得了食物，获得了爱情，但他清楚

地知道这层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古老的

故事”：“公子落难，下层妇女搭救了他。”在这里，“贵

族公子”和“下层妇女”的身份设定和区分，是章永璘

内心一个坚硬的块垒，显然，他有着关于自己并非

“下层”的清晰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张贤亮开始

连篇累牍地着墨于章永璘对《资本论》苦心孤诣的研

读，描写他使用《资本论》的知识和原理检讨历史、研

判时局，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缝合灵肉、身

心的裂隙，最终超越自己，也超越了时代与群伦。就

这样，在张贤亮的倾力打造下，章永璘从“知识者”一

跃而为“思想者”，那个在“先天形式”中居于高阶的

启蒙者形象，已跃然纸上，熠熠生辉。

实际上，“思想改造”的难易程度具有颇为悬殊

的个体性差异，无法笼统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一概

而论。张贤亮所谓“煮三次”“泡三次”“洗三次”的艰

巨之说，某种程度上只是针对他、章永璘以及有似于

他们的一类知识分子而言。对于另一些、另一类知

识分子而言则未必尽然。他们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思

想改造，经历了阶级换位，重设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成为信仰的坚定者和实践的勇敢者，并慨然迎接了

血雨腥风、枪林弹雨的壮丽洗礼。这也是为什么在

坚定者和勇敢者看来，张贤亮式的“煮”“泡”“洗”有

着明显的做作、矫情之态，而所谓的“虚伪”“两面性”

等等人格症候都不过是他这种矫情之态的另外几副

丑陋的面孔。

但是，恰恰是这“矫情作态”，作为一种心理与精

神症候，隐晦、曲折但又分明执拗地彰显了在张贤亮

或章永璘的意识深处坚执的某个理念，即他们仍然

下意识地认为，那个启蒙的“先天形式”才真正贴合

于“历史理性”，才是不可颠扑的“历史结构”之一。

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即便是如他们这样的落魄知识

分子，也对那个“先天形式”中的那个高阶身位拥有

天然合法的居留权。当章永璘和马缨花面对时，他

不仅意识到了那个“差距”，他同时也需要这个“差

距”，以提示他在某个层面上的优越；他不仅知道那

个“差距”难以拉齐，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

根本就不想去拉齐这个“差距”，从而避免沦为彻底

的赤贫。

问题变得明朗了：《绿化树》通过一种潜隐的叙

事，揭示了启蒙的“先天形式”如何在当代中国被倒

置，揭示了这一倒置如何程度严重地抑制了启蒙的

正常发育。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时隔半个多世纪我

们仍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启蒙起点。这一次，不是

“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的自伤。《绿化树》默

然质疑了这个倒置的结构，却有着“于无声处”的反

思效果。之前，当我们的阅读和评论过多地聚焦于

章永璘对“饥饿”之“心理真实”的描述，聚焦于他的

“狡黠”“虚伪”“两面性”和“不彻底性”等人格瑕玷

时，藉此引发的仍然只是一种从逼仄政治立场的或

从“阶级意识”出发的激情批判。而《绿化树》作为

“反思文学”的真正超拔之处，却在别一层面：它以对

启蒙的“先天形式”的迂回讨论，通过某种修辞性的

处理(比如青年章永璘的饱读与早慧几乎是难成的，

至少是罕见的，但他作为一种修辞性的存在，在文学

中有不容反驳的合法性)，触动了现代思想史的重大

命题，从而使“反思”摆脱了普泛的“检讨”的空洞和

无力，超越了陷大多数人于短视的时代局限，在富于

纵深感的历史视野中，也在更高远的认识层次上“呈

现了一种思想史的真实”。

这个近代伊始就被知识分子自动认领的启蒙的

“先天形式”，才是《绿化树》的“文眼”。有了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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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或是由于这个文眼被点出，《绿化树》才由反思之

作而为启蒙之作。不用说，于张贤亮而言，“启蒙者”

的名衔定会由历史追授，断不必汲汲然自封。

四

如果说《绿化树》的“反思”是“思想性”的，那么，

《蝴蝶》则可谓是“哲学性”的。

王蒙本人对《蝴蝶》中爱有加。据说，胡乔木对

王蒙的另一著名中篇《布礼》十分喜欢乃至激赏，

《布礼》的原发刊《当代》的主编秦兆阳也“盛赞此

篇”，但在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1979-1980)评选

时，因为王蒙本人的属意，《蝴蝶》挤掉《布礼》登上了

金榜。这显示了《蝴蝶》作为终极之选在当时的王蒙

心目中的地位。王蒙后来为其作品的英译本、德译

本所写的一篇序言，再次表明了他对《蝴蝶》的自珍

之意。在这篇题为《蝴蝶为什么得意》的短文中，他

写道：“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

作为一个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而一本由某著

名大学出版社编选出版的“王蒙五十年创作精读”的

评点本，书名干脆就定为《蝴蝶为什么美丽》，编选者

为这本书配写的序言则顺理成章地命为《当蝴蝶飞

舞时》。

王蒙在《蝴蝶为什么得意》里堆砌了若干组在语

义上可以两两对立、扑朔迷离的自我评价，其用意是

为了“让那些评论者永远瞠乎其后，发出互相矛盾的

断语”，让“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

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

现实主义。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西方的艺

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

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

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

儒。是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

“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

这一段夫子自道，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也

不奇怪。“蝴蝶”这个撷之于“庄生梦蝶”的意象，本身

就是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迷离”之喻。既然王蒙

对蝴蝶之象、迷离之风颇为中意，那就难怪他偏爱蝴

蝶或《蝴蝶》，援以自况并且大为“得意”。然而，有意

思的是，王蒙的这一系列堆砌，无意间豁开一个口

子，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很显然，上述种种扑朔迷

离的征象，以及其背后的逻辑，也可以直接挪过来

观察和讨论张思远——他既是位高权重、宝马轻

裘的官员张副部长，也是胼手胝足、草木之人的农

民老张头，是一个“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

人”。与那个“扑朔”的逻辑相应，一种似是而非、

指鹿为马、略具故弄玄虚感的语言，也是王蒙的鲜

明风格。

“庄生梦蝶”或《齐物论》的命门是“物化”(“此之

谓物化”)。物化也者，齐万物、等死生、梦觉如一、体

用不二、彼我同化，是要从根本上泯除万物的差异，

包括取消可见的各种对立。所以，王蒙的那些看上

去语义冲撞、势如水火的自我评价，并非“分裂”和

“矛盾”，因为在“物化”或“齐物”的视野里，万物彼我

无界、浑融齐一、道通为一。从道家的人格理想来

看，人格内部构造的两两对峙又浑融一体，是一种

“气”，在庄子看来恰恰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健康人格，

这正如宋代道学家陈景元(碧虚子)对庄子人格的点

解：“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气也。”因此，王蒙的夫

子自道，以及他所谓“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

人”的玄奥表述，都是其人格模式以及与此直接相关

的思维方式的呈现。当他将年轻/年老、不幸/幸运进

行叠加、互化时，就与《齐物论》中的“方生方死”“未

始有始”“有情无形”“有谓无谓”的措辞相通，凡此种

种，都是一种“齐物”思维。这在王蒙的一般行文中

其实颇为常见。

正是有了这“齐物”之“道枢”，张思远就不像章

永璘那样有“灵”与“肉”的撕裂，从而避免了陷于这

种撕裂的种种痛苦。比如，张思远下放山村后不久，

就通过加诸肉身的劳动改造，重新发现了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帮助

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

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

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

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

己的眼睛。

与章永璘对“劳动改造”的内在激愤和怨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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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张思远对“山村”、对劳动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情

调，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一系列“发现”，充满了“属

灵”的喜悦，充满了灵魂获救的感恩之念。显然，张

贤亮或章永璘是一个被各种二元论困扰并苦求超克

之法的偏执之人，而王蒙或张思远则能在浑融中轻

捷地走向自洽。

《蝴蝶》第一次、也是比较集中地写到“蝴蝶”，是

在小说半截处的“山村”一节。在正面、晓白地引述

完“庄生梦蝶”这个典故后，张思远称自己通过“梦

蝶”来超越、摆脱当时的人生困境，像庄生一样“自喻

适志”。不过，“庄生梦蝶”这个故事里同时还包含了

“蝶梦庄生”这个反向动作，这个反向动作所指认的

现实，是张思远“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

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

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

《猎人格拉胡斯》。卡夫卡研读过德国汉学家、传教

士卫礼贤翻译的《庄子》以及德国神学家马丁·布贝

尔翻译的《庄子》，并显然熟知“庄生梦蝶”的故事。

据考证，小说《猎人格拉胡斯》的灵感就直接源于“庄

生梦蝶”。在卡夫卡的这个小说里，猎人格拉胡斯

死后，因为运送他尸体的船迷了航，无法到达“死亡

的最底层”，致使他不得不处于将死未死之状：

我总是处在通向天国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

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

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

同样地，张思远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劫难后，昨

是今非，其命运发生断崖式跌落(这形似格拉胡斯在

追逐猎物时的坠崖而亡)，先是入了狱，释放后又无

家可归，此时的他，在王蒙的笔下“也是一只蝴蝶，却

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与猎人格拉胡斯

这只“蝴蝶”何其相似。特别是，张思远作为罪囚的

“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

有”的情状，与格拉胡斯的“将死未死”又更何其相

似。在这里，使张思远和格拉胡斯、王蒙与卡夫卡相

统一的，就是“物化”或“齐物”的思维。此处岔开去

略说两句：如果进一步地联想，我们还会发现，卡夫

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和甲虫，何尝不也是一

种稍加改造并与现代主义嫁接的“物化”？这位对中

国古典文化无比喜爱和敬仰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曲折委婉地反哺了中国文学。

然而，“齐物”所具有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

义，对于一部在政治解冻“未始有始”之际写下的

“反思”之作来说是致命的。既然万物齐一、是非

一体、左右皆可，那么，“反思”又从何说起？如何

可能？——不得不说，王蒙对《蝴蝶》偏爱是不无

道理的，因为他含而不露、几无凿痕地解决了前述

难题，他的处理可谓智巧：他利用了“齐物”，他也

利用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轻微地利用了相

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重重地克服了相对主义

和虚无主义。

五

除了“山村”一节，《蝴蝶》其它各处对“蝴蝶”已

着墨不多。这不打紧，因为《蝴蝶》通篇已被“梦蝶”

的迷离之思所贯穿和披覆。小说伊始，已官复原职

的张思远衣锦还乡，重返山村，他随即陷入迷思：那

个坐着吉姆牌轿车、养尊处优的张副部长，“和那个

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

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随着回忆的时

间往前推移，当他还是市委书记的时候，他也曾这

样迷思：尊贵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

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

在草棵子里匍匐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

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再往

后，当他被政治风暴席卷、被揪斗、被抛弃，成为罪

犯、贱民、丧家犬的时候，他也迷思：“这是我吗？

我是张思远吗？”“他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

思远被揪了出来……”

或有人会觉得，张思远的迷思涉及“异化”的命

题。这当然没什么错。《庄子》本身就是关于“异化”、

批判“异化”的。而且小说里还特别提到过，张思远

入狱时发现，“监狱竟是自己在任时监造的，是自己

视察过的，用来关阶级敌人……”，这一情节更是再

恰当不过地落实了“异化”之说。但“异化”之说触碰

政治禁忌，王蒙本人显然无意触碰这一禁忌，最关键

的是，《蝴蝶》通篇有鲜明而稳定的政治立场，无可兼

容“异化”之说。实际上在王蒙那里，张思远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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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也最曲折的用意在于别处：王蒙是想用“庄生

梦蝶”般的迷思来暗示某种自我意识的迷失。

前面说过，“庄生梦蝶”的命门是“物化”，是齐万

物、等死生、梦觉如一、彼我同化，是要从根本上泯除

万物的差异，包括取消可见的各种对立。而彼我同

化、主客互换的前提条件是“忘我”(“吾丧我”“无

己”)，是对自我意识的废止，对主体性的自行裁撤。

表面上看，“忘我”——撤除“主体性”和“自我意

识”——是一种行为自决，但实际上它基于自我意识

的迷失，基于“既然迷失了，不如干脆废止了”的思辨

逻辑，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消极无为

(庄子却将此视为“德之至也”)。对主体性或自我的

解除，其实就是对人作为一种“价值生存形态”的解

除。其所谓“忘”“坐忘”或“吾丧我”，就是“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知”，就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庄子的这些说辞，彻底融去了“自我”或“主体性”作

为一种价值形态得以建构的所有意义。不过，与其

说“自我”“主体性”在庄子那里消失了，不如说是迷

失了。

无论是“周梦蝶”还是“蝶梦周”，都有一个关键

性的环节——“梦”。是“梦”消解了彼我、主客之

分。“梦”是“我意识我活着”(“我思故我在”)的存在意

识的暂时中止，是“本我”对“自我”的吞噬、覆没和解

除，是人的自我意识迷失其中的典型状态。在梦中，

真伪莫辨，时间、空间、身份俱可错位、扭曲、叠加、压

缩，从而会发生“梦里不知身是客”式的“主体本真”

的迷茫——这也是为什么闻一多认为庄子的思想是

一种在迷失和漂泊中产生的“神圣的客愁”。当然，

正是这种迷失，加剧了对自我或主体身份的焦虑，因

此，说到底，庄子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是谁”的

终极究诘。“庄生梦蝶”的典故，在“物化”思想之外，

仍然包裹着关于“我是谁”的本体追问，“自我”“主体

性”在他的相对主义的无限循环的思辨往返中颠沛

流离。这是“自我意识”迷失后的“本体论后遗症”。

从明面上看，张思远前后若干次对于自己处境、

身份的意识恍惚，是显而易见的“自我迷失”。然而，

张思远在小说中又并非仅仅是张思远，他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张思远不像章永璘

那样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可炫示的

丰厚知识，他甚至不知道莫泊桑和福楼拜，“他对于

法国文学就像海云对于党委领导工作一样无知”。

他也不需要像章永璘那样必须通过学习《资本论》来

进行思想改造，因为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他

是官员，而且是高级官员，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他生

命的每一秒钟，都与革命运动、与国家大局甚至国际

大势紧密缝合在一起。他是“局中人”，他不像章永

璘那样与世界有着某种距离感，不需要像章永璘那

样必须要通过“联想”才能把“两条狗打架”与“社

会问题”对接。他年仅二十九岁时就曾有过这样

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

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

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

当他和海云第一次邂逅时，“她那么愿意看你，因

为，你就是党”。当他确定海云爱上他时，“当然是

爱，然而爱的是党”。即使他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

“白丁”下放到山村，在村民眼里，他身后仍然有庙

堂的巍峨投影。也正因为他与“党”合二为一的政

治形象，当他遭受政治劫难时，已然和他离婚多

年、早已恩断义绝的海云，仍然能从她那个典型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为他辩诬，相信

他“质本洁来还洁去”。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认

为张思远在“梦蝶”或“蝶梦”的迷思中丧失了自我

意识，丢却了主体性，是否同时也认可了那个与张

思远严丝合缝地叠合在一起的政治形象，同步地迷

失了“主体本真”？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峻的反思。张思远作为

一个官员个体，一个曾经的市委书记，一个现任的副

部长，他个人的自我迷失或许只会造成局部的政策

性的偏差以及相关的损失，但如果是与他叠合的那

个宏大的政治形象发生自我意识的迷失——特别是

深度迷失，那就可能是全局性的政治地震和社会灾

难。“反思”推进到这一步，不可谓不深刻，因为它已

几乎接近总体性的政治批判，它不露痕迹地在政治

之外悬设了“哲学”视角，一种具有本体论权威的视

角，从而可以居高临下地对政治正误作出“总体性”

的终审判决。——当然，这个宏大的政治形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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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与张思远同步发生了“主体本真”的迷失，窃以

为，这个问题暂可搁置不论，但我们从中窥探到了

《蝴蝶》作为“反思文学”代表作的奥秘：它的反思路

径，它的方法，它的隐微，它的被散枝开叶、杂花生树

的语言屏障所重重遮盖的思想机巧。

到现在为止，对王蒙和《蝴蝶》的“反思性”解读

被过于偏执地引向了庄子，暂时搁置了王蒙“亦庄亦

儒”的两面性。庄子或道家只是王蒙的立面之一。

正如王蒙的自我评价，他“是儒”，是“始终坚持现实

主义”。儒家强调理性和“现实感”，是清醒的现实主

义。儒家并不等死生、淆虚实，它用“未知生，焉知

死”来划出生与死的界线；儒家的“中庸”也不是“齐

物”，不是和光同尘，而是在追求折中调和、不偏不倚

的同时，承认并重视差异、对立和冲突等作为先决条

件的客观存在，就如它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等级差异才是维系社会、人伦的铁律。儒家会在

“周”“蝶”之间给出清晰的主、客体判别，它会同意

“庄生梦蝶”，但同时一定会嗤笑“蝶梦庄生”。其实，

即使是庄子，也清醒地知道“周与蝴蝶，则必有分

矣”。至少，王蒙他分得清“庄”和“儒”的界限，“觉”

与“梦”、“彼”与“我”、以及“主体”与“客体”在他那里

皆判然有别，他也知道一个有主体性的自我如何在

清醒的现实中理性地思维和行动。所以，小说结尾

处，张思远离开山村乘飞机返京，在飞机上，他清楚

地知道，飞机“比任何一只蝴蝶都飞得高得多”，到家

之后他也立即投入了繁忙的政务，一种需要自我意

识、主体性和理性都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有着明确目

的性、指向性、程序性的智性工作：“他拿起粗大的铅

笔。他开始翻阅这些材料，一下子就钻进去

了。……明天他更忙。”

《蝴蝶》的这个结尾，通过张思远的自我意识的

回归和主体性的复苏，重新明晰和确立了“周”与

“蝶”的主、客体关系：这是一个“周”作为主体、“蝶”

作为客体的单向度的认知关系。这也从根本上封堵

了“蝶梦庄生”这一反向路径。在对“庄生梦蝶”这个

典故的历代诠释中，清代文人张潮所谓“庄周梦为蝴

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是

一种有历史性积淀的思想共识。而张思远自我意识

和主体性的恢复，给彼/我划界，使梦/觉分离，这些界

限和鸿沟，使“蝴蝶梦为庄周”的反向动作不再有发

生的可能，从而也使“不幸”不再具有向现实转化的

几率。这是一种相当刻意的意识形态修辞。王蒙的

这一修辞举措，使得从“异化论”的角度对其发动的

异议基本失效，也使某些意图质疑他借助“梦”来否

定“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政治诘难，也失去了最后的

理据。

从叙事学的角度讲，《蝴蝶》有着一个双重结构

的文本设置。在其中的一个层面，也是显性的层面，

张思远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他有着坚定的信仰，虽九

死其犹未悔，忍辱含垢，弘毅负重，终于守得云开见

明月。他从未质疑过那个与他休戚相关的政治逻

辑，更不必说要去否定这个政治逻辑。他的始终如

一的忠诚品质，无懈可击。而在另一个层面，一个隐

性的层面，一个由王蒙的隐微修辞组织的层面，则由

“庄生梦蝶”的隐喻、由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迷

失的隐微暗示，将“反思”推进到了哲学性的、本体性

的层面。只是一个瞬间，只需要一个瞬间，世界在闪

电的照耀下露出了荒诞的面目。有人讨论过张思远

面对严厉的“忠诚秩序”考验时的身份危机，讨论张

思远与这个“忠诚秩序”之间的离合关系。这一讨

论当然是有见地的。不过，严格地讲，这样的讨论其

实还只是一种限定在前述第一个层面的讨论。不

过，有可能的是，这两个文本层面之间抑或也是一种

“周”与“蝶”的关系，至于孰周孰蝶，或许只有王蒙自

己知道。这就像他为此得意不已的，“你永远不会像

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

就像作为虚构文本的《蝴蝶》，它之于作者王蒙，

之于它的每一个读者，都不妨以孰周孰蝶的恍惚往

返之，品探之。

六

一个有趣的阅读发现，赘于文末。在李洱发表

于2018年的长篇小说《应物兄》里，人物之一的双林

院士于当年下放农村时，“在劳动中发现了自己”：

给玉米锄草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发现

了手，也发现了心脏的运动规律。……挑水的时

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肩，发现肩负使命不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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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他甚至发现了脚后跟的意义，以前谁

会在意脚后跟呢？到了“五七干校”，才知道脚后

跟可以坐。蹲下吃饭的时候，它就是你随身携带

的小板凳。当然了，因为吃不饱饭，也发现了自

己的胃。

显然，我们仿佛又遇到了一个张思远。甚至，双

林院士与儿子的代际冲突都与张思远如出一辙。当

然，更重要的是，对在那个时代加诸自身的劳动改

造，双林院士和张思远有着完全一致的“身心体验”，

都认为田间地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使他们获得了意

外的、也是相当宝贵的自我发现，是身体和灵魂的双

重拯救，因此，他们对这样的劳动(包括对“劳动改

造”本身)毫无怨言，甚至充满赞美，也对当年的劳动

改造之地充满望乡式的感念。但双林院士和张思远

又有很大不同，因为他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
且是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官员，没有庙堂气息，也不

需要有张思远式诚惶诚恐的政治自律，相反他喜欢

古诗，喜欢与文人进行“文言古律式的交往，好像是

要在现代的语法结构之外，用古代知识分子的语式

和礼仪，重构一个超然而又传统的世界”，用古诗，

用文类，培护一种浩然之气，维系一种道德理想。这

一点又使他或可与章永璘归类(尽管章表现得更为

“现代”)，他在给后辈的信中引述《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细节也会让人联想到章永璘捧读《资本论》的情

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某种意

义上，双林院士是张思远和章永璘的精神合体：一方

面他有着张思远式的对于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的忠

诚(他坚信拥有信仰之于人的重要性，并劝说自己的

孙子加入中共)，另一方面他又有着章永璘式殚精竭

虑的忧患意识，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士大夫情怀，

以及舍我其谁的入世之姿。但他又明显不同于这二

者，不同于王蒙和张贤亮在这二者身上的自我投

射。他大半生羁旅客居，喜爱李商隐的《天涯》，流连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的意境，而我倾向于把他

对“最高花”之意境的崇仰，理解为是对王蒙式“躲避

崇高”的反讽；他建树卓绝，却事了拂衣，深藏功名，

与章永璘式“念书人”谋求闻达、觊觎庙堂的幽暗传

统以及确乎存在的“虚伪性”“两面性”形成黑白分明

的强烈反差。他直接越过了“灵”“肉”冲突，虽然也

在吃不饱时“发现了胃”，却没有章永璘式描画“饥

饿”之“心理真实”时的刻意，更不会在这种“心理真

实”上来回徜徉。他全然没有在意过那个启蒙的“先

天形式”，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这样的“先天形式”

硌得生出哪怕是轻微的不适感。他不会有“人生似

幻化，终当归空无”的虚无感、失重感，因为信仰坚

定，浩气充盈，所以他总是脚踏实地，矢志不渝，从不

会在波诡云谲的生命遭际中迷失自我，也不会刻意

追求“物化”“齐物”以适志一时。更甚者，是其不计

一己得失、泯绝个人哀痛的烈士高格。在李洱的笔

下，双林院士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

化身”，“用语言对他们表示赞美，你甚至会觉得语言

本身有一种失重感”。毫无疑问，李洱令人信服地开

发了章永璘、张思远之外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他

或他们与世同波而不自失，游于世俗而泯然无迹。

我们对其既熟悉，又陌生。

《应物兄》有更宏阔的历史跨度以及维度丛集、

体系庞大的文化坐标来重新审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

治、文化、学术、道德、家国、天下的关系，重审知识分

子自身的精神构造。《应物兄》也重述了王蒙、张贤

亮、张思远、章永璘那一代知识分子(如果当过文化

教员的张思远也可以勉强算作知识分子的话)在严

酷政治年代的人生与心路，尤其补全了他们在“后

反思”年代的生活境况与精神样态。在李洱绵密的

笔触下，这些人物有更为清晰、结实、完整和富于质

感的形象立面。与王蒙、张贤亮当年在刻画这些人

物时启用的思想资源、价值取向和修辞路径相比，

《应物兄》的取法、开掘和提炼，几近完美地展示了

经四十年“历史化”的思想成就、文化视野和艺术水

准，它与《绿化树》和《蝴蝶》彼此印证，在精神和语

义上有颇多别开生面的离散和聚合。这些“别开生

面”虽不便在这里展开，但无疑，这再次挑明了在文

学史上时常发生的那些“重读”和追抚的意义所

在。这也是我写作此文的动机。虽然我们不能简

单、粗暴地认为《应物兄》是一个升级版的“反思小

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应物兄》里有“反思文学”的

遗产。这仿佛是一种薄暮中的历史暗示，黄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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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鸟入眦，一些近乎失踪的文学史断片重又浮现。

正如北岛诗云：

消失中呈现的是

时间的玫瑰

2020年4月25日于菩提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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